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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述论

章　红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由国民党设立的特殊政治机构。关于

战时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和作用,以往的著述中有称之为“战时中央

民意机构”①,“战时国会”②,又有称之为“咨询机构”。③笔者认为这

些提法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又都有其片面性。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曾集中了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各社

会阶层的重要代表,它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

重大问题都有所触及。国民参政会是中国战时政治民主的集中体

现,但它最终又没有完成抗日战争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如果

不是把研究视角仅限于抗战时期,而是把战时国民参政会的置于

整个民国政治演进的大背景之下,就可以看到,战时国民参政会还

不失为民国时期既具进步意义又具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治形态。

本文旨在通过对旧有史料及近年来新刊布史料的综合分析,揭示

战时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及作风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

国民参政会是中国抗战时期政治民主的集中体现。

抗战爆发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严酷的战争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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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林代昭等著:《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63页。
详见徐乃力:《中国的“战时国会”:国民参政会》,载于《国民参政会纪实》(下)。

详见马起华:《国民参政会——战时中央民意机构》,载于《国民参政会纪实》(下) ,
重庆出版社 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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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对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 1937年 7月中共中央发表的时局宣言中,就要求国民党改革

政治机构,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民意机关。同时,

社会各阶层人士也一致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

国民党继 1937 年 7 月第二次庐山谈话会后, 于同年 8 月成立了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延揽了各党

派的重要人物及各界知名人士,如青年党李璜、救国会沈钧儒、职

教社黄炎培,以及胡适、张伯苓等,中共周恩来也被列入名单 (未出

席) ,其成员起初仅 20多名,后增至 75名,但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

咨询机构。在上海、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进一步意识到反映和集中

民意的必要性。1938年 1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民意机关

的设置问题,到该年 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民

党中央已就民意机关的产生与职权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确定

将“国民参政会”①作为该机关的名称。同年 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

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参政会确立了“团结全国力量,集

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② 的政治目标,并

决定筹备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在评价战时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和作用时,应当指出,战时国民

参政会对中国战时政治民主的体现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体现

“民意”,提供“咨询”。至于将抗战时期参政会比作“战时国会”,虽

然肯定了国民参政会在战时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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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 1—6月)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9年版,第 331
页。

“国民参政会”名称最早出现于 1932年 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 1935年
3月国大召开前,召开国民参政会作为一种过渡性民意机关。1933年 2、3月间,国
民党中执会常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及《国民参政会选举法原则》,但由于各
种原因国民参政会实际并未召开。1938年 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设立国民参政
会,于同年 4月重订《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与 1933年的《组织法》及《选举原则》
相比,《条例》最明显的不同在于顺应当时全国各界、各政治力量团结抗日的形势,
大大增加了参政员的聘任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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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全面揭示它的复杂政治内涵。

首先,战时国民参政会在其组织构成、职权及参政员产生等问

题上,基本上克服了民国以来民治基础的薄弱性所带来的局限。国

民参政会酝酿、成立之际,正值国民政府逐步退守内地,准备长期

抗战之时,它必须尽最大可能地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因而也就必须

采取适当的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使民意得到体现。1938年 4月公

布的第一次《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授予国民参政会 3项权力: 11
对政府对内对外施政方针的决议权; 21向政府提出建议案之权;

31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之权。尽管在该《组织条
例》中列入了对这 3项职权的限定条文,但国民参政会仍然在一定

层面上对战时国家政务有所介入。1940年 9月和 1944年 9月,国

民参政会职权又两度增扩。1940年 9月,国民参政会被赋予针对

政府委托事项的调查权。1944年 9月,该项调查权得到很大扩充,

国民参政会及其驻会委员会有权调查政府施政情况,并根据调查

情况向政府提出建议案。同年,国民参政会还获得了对国家总预算

编制的初审权。①1944年 9月国民参政会职权的扩增,正值战局一

度严重恶化,政治矛盾和财经状况又趋严峻之时,而国民党上层又

出现收缩战初民主措施、强化专制统治的倒退倾向。国民参政会的

再次扩权,对维护战时民主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国民参政会从 1938年 7月直至 1947年 5月,先后共历 13次

大会,其中至 1945年抗战胜利前就达 11次之多。有关历次国民参

政会集会概况可见下页表。

国民参政会大会期间,参政员通常要对国民政府各项重要政

务行使其议决、建议、询问等权力,甚至对某些重大国事提出临时

动议。因此,战时各次参政会大会的及时举行,无疑是国民参政会

发挥其政治作用的基本保证。

·94·

① 见《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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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

届 次
会　　期 地点 会议次数

第一届

一次 1938年 7月 6日—7月 15日 汉口 10

二次 1938年 10月 28日—11月 6日 重庆 10

三次 1939年 2月 12日—2月 21日 重庆 9

四次 1939年 9月 9日—9月 18日 重庆 9

五次 1940年 4月 1日—4月 10日 重庆 9

第二届
一次 1941年 3月 1日—3月 10日 重庆 9

二次 1941年 11月 17日—11月 27日 重庆 10

第三届

一次 1942年 10月 18日—10月 31日 重庆 11

二次 1943年 9月 18日—9月 27日 重庆 11

三次 1944年 9月 5日—9月 18日 重庆 19

第四届

一次 1945年 7月 7日—7月 20日 重庆 19

二次 1946年 3月 20日—4月 2日 重庆 21

三次 1947年 5月 20日—6月 2日 南京 19

　　在分析国民参政会的性质时,必然要涉及到参政员的产生问

题。就理想而言,所有的参政员均经选举产生才能充分反映民意,

体现政治民主的精神。但在战时状态下,这是缺乏现实可能性的苛

求。从实际情况来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产生结合了选举和遴选

两种形式。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全部由国民党当局遴选产生。

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名单产生以后,中共曾称:“虽然这次的国民

参政员都不是人民选举的,从参政员的成分上来说,或可成为战时

相当民意机关。”① 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始,一部分参政员改由

各省市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到第三、四届国民参政会,由选举产

·05·

① 《对国民参政会的希望》,《新华日报》1938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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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国民参政员名额逐步扩大, 最后占到国民参政员总数的

75%。尽管国民参政员改由选举产生导致了国民参政会中国民党

籍参政员的比例上升,但国民参政员的产生方式由遴选向选举的

过渡仍然是与战时民主的精神相符合的。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国

民参政会还自始至终保留了一定比例的遴选名额,这确保了中共、

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建会、第三党、救国会等当时中国主要

政党与政治派别的代表进入国民参政会,这一状况即使在国民党

与中共及其他一些中间党派关系几度紧张时,也没有改变。因此,

如果对国民参政员的产生方式作整体考察,仍然应当承认战时国

民参政会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战时政治的进步。

其次,国民参政会在行使职权的实际运作上,对战时政治也产

生了相当影响。仅以国民参政员在历次国民参政会大会及其驻会

委员会例会上行使对各项政事的询问权为例,依照国民参政会组

织条例,国民政府各部长官都须按时到国民参政会大会及其驻会

委员会例会上作施政报告,接受参政员的询问,或当场回答,或事

后书面回复。国民参政员的询问有时颇为详尽,切中时弊,而且不

回避涉及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敏感问题。例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

大会上,参政员们对广州失陷极为重视,会上“对于余汉谋放弃广

州, 与中央对于粤防之疏忽,甚为责问”,并提案惩办余汉谋①; 二

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因在报

告中否认客观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而大遭诘责”②; 教育部长陈

立夫也因教育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上受到严厉询

问③; 粮食部长徐堪因在回复参政会询问书中多傲慢之语,参政会

临时动议令徐堪亲自到会答复,以致徐堪不得不准备出席参政会

致歉。④ 国民参政会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也引起了盟国的注意,被

·15·

①

②

③

④ 《王世杰日记》第 4册,第 163页。
《王世杰日记》第 3册,第 380页。
《王世杰日记》第 3册,第 189页。
《王世杰日记》第 1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90年影印本,第 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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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因素。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C larence E. Gau ss)出席旁听了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后,曾

称国民参政员对政府官员的质询及对政事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

是“十分猛烈并富有策略的”。①

国民参政会所体现的战时政治民主不仅表现在战时历次国民

参政会集会期间,或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多次例会上,还表现在

国民参政员通过各种积极的努力,使国民参政会在战时政治中发

挥实际作用。国民参政会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能较充分地说明了

这一点。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恶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孔

祥熙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一度任院长)和财政部长、中央

银行总裁,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其本人是否为官清廉也为人

所疑,因此,战时他一直受到来自各界的责难。不少国民参政员对

孔进行过多次抨击。早在 1938年 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期

间,参政员中就有对孔祥熙极表不满“而思提案攻击者”,并准备提

议由宋子文代替孔。② 同年 10月底 11月初的一届二次大会上,以

傅斯年为首的 50多名参政员,曾联名致信蒋介石 (请国民参政会

秘书处转递) ,试图通过国民参政会非正式例会的途径,对孔氏去

留等政府人事问题施加影响。③ 在 1939 年 9 月的一届四次大会

上,又有 40多名参政员试图向大会动议,请政府重新考虑财政部

长及行政院长人选。④ 虽然这些活动受制于各种原因未能立即奏

效,但参政员仍尽可能在职权范围内,甚至在职权范围之外,对政

府重要人事问题表达意见。此后,国民参政会历次集会,对孔祥熙

均有严厉指责, 甚至涉及孔祥熙私人经商及滥用公款等问题。⑤

·25·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世杰日记》第 4册,第 394页。
《王世杰日记》第 2册,第 150页。
《王世杰日记》第 1册,第 419页。
《王世杰日记》第 1册,第 301页。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致国务卿备忘录》(1944年 10月 11日)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
件》, 1944年中国卷,美国联邦政府出版局 1967年版,第 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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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期间,参政会终于以 120票

对 6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决定财政部长不能同时兼任中央银行总

裁。此后不久,孔祥熙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显

而易见,这与国民参政会长期“倒孔”不无关系。

再次,国民参政会对推进战时政治民主发挥了很大作用。国民

参政会产生于全民一致抗战的呼声之中,它的设立曾代表了战时

政治民主的良好开端。国民参政会被赋予相当职权,又容纳了中国

各主要党派,这种政治新构架是战前所未曾有过的。因此,国民参

政会在设立之初就引起了国内各党派的密切关注。中共方面曾称:

“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

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并不因此失掉国民参政会

在今天的作用和意义——进一步团结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

的作用, 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

义。”① 青年党主要领导人曾琦认为:国民参政会“大可试验民主政

治”。② 第三党参政员代表章伯钧亦称: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使孙

中山先生之民权与最近国人所要求之民主政治得以或可逐渐实

现”。③

还应该看到,在整个抗战时期,虽然不同抗日力量的合作有多

方面的体现,但只有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常设性、相对稳定的组织

形式,中共等中国当时的主要政治党派才能参予国家政事;也正是

通过国民参政会,各党派与国民党之间的战时合作才具有了相当

的公开性及合法性,这种公开性和合法性正是战时政治民主的重

要内容之一。即使到抗战后期,国共关系趋向冷淡,中共方面仍然

对国民参政会在战时政治中的作用有所肯定。1944年 10月,周恩

来曾向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谈到:“中共知道国民参政会逐渐沦为装

·35·

①

②

③ 《参政员章伯钧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 6月 24日。

《曾慕韩 (琦)先生遗著》,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74册,文海出版社
1966年版,第 68页。

毛泽东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1938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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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没有权威,它提供给中共的席位数与中共的实际力量不符。

但中共仍接受这些席位,因为这使中共能够有一个公开自己主张

的机会,并希望通过这一有限的机会参予国家政务。”①

在各党派参政员的直接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作出了不少有利

于战时政治民主发展的重大决议。例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

期间,中共参政员吴玉章与部分国民党、中间党派参政员共同提出

了“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等,获得大会通过。参

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及国民党参政员,又

提出了尽早实行宪政的议案。该议案提出后引起激烈讨论,会场中

“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一直开到深夜三

点钟模样,那热烈的情况不敢说绝后,恐怕总可算是空前的”。② 大

会最终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议决案”,要求政府“明令定期

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③ 这一议案的通过促使国民

党不得不正视进一步推动战时民主的问题,国民党上层也因此公

开表示要加紧基层民意机构的建设,立即着手制订宪法,甚至还准

备提前召开国大。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关系一度恶

化,但在同年 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上,青年党参

政员左舜生、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劢及无党派人士参政员张澜等提

出了“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案”,对战时政治民主的发展提出了

更为具体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取消学校、军队中的党部,迅速扩充

战时民意机关的职权等。这些主张使国民党当局颇为震惊。这一

提案后由国民党方面与提案者双方作出一定让步,改提另一议案,

要求国民党明确保证抗战终了之时召开国民大会制宪,扩充民意

·45·

①

②

③ 邹韬奋:《关于宪政提案的一场舌战》,见《国民参政会纪实》(上) ,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95页。

见《国民参政会资料》,第 168页。

《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备忘录》(1944年 10月 12日) ,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4年中国卷,第 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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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职权,用人不歧视党外之人,保障人民合法自由。① 这一经过

修正的提案尽管措词已大为缓和,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对推进战

时政治民主仍不乏积极意义。总之,国民参政会在战时的积极作用

是与国民参政员的种种努力分不开的。历经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

政员王云五曾评说:“历届参政员在各次会议中所表现者,不仅移

置于以后相当各国国会的立法院中,并无逊色,可能行宪以后的立

法委员所表现者,且多取法于国民参政员。”② 但应该指出的是,由

于战后国内政治环境与战时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参政会

地位大为下降,国民参政员的构成也与战时差别甚大,国民参政员

对国家政务的实际参予程度也颇为有限了。

抗战时期各地曾先后成立过省、市级临时参议会,如粤湘临时

参议会 (1939年 4月成立) ,安徽、四川、陕西、青海、云南各省临时

参议会 (1939年 5月成立) ,湖北临时参议会 (1939年 6 月成立) ,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 (1939年 10月成立) ,甘肃临时参议会 (1939年

11月成立) ,西康临时参议会 (1940年 5月成立)。连陕甘宁边区和

中共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先后组织有临时参议会或其他民

意机构。这些机构在推动战时民主方面各有其作用和影响,特别是

中共根据地的政治民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达到前未

有的高度。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民主在民国政治史上应有其特殊的

地位。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称国民参政会,而不是称其他战时地方

性民意机关,为战时中国政治民主的集中体现, 是因为就时间而

言,国民参政会成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就地域而言,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来自全国各主要地区,包括国统区、抗日根据地,甚至沦陷

区;就政治代表性而言,除国民党之外,参政员中还有中共、各中间

党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界著名贤达;就其政治穿透力而言,只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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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云五:《国民参政会躬历记》,见《王云五传记资料》第 1册,天一出版社印行,第
121页。

《王世杰日记》第 3册,第 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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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政会能够对当时中国中央政权产生直接的作用; 就其政治影

响而言,国民参政会也是唯一能引起国内各政治力量和各界人士

共同关注的政治民主机构,同时也是美、英等国当局所密切注意的

中国战时政治走向的显示仪。

二

由国民参政会所体现的中国战时政治民主的发展,固然值得

肯定和重视,但也必须指出,这种战时政治民主仍然是不充分的。

进而言之,国民参政会未能在实质意义上一以贯之地把中国战时

政治民主推向更广的领域和较深入的层面。

国民参政会在推进战时民主方面的局限,与其职权的有限以

及职权行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有着直接的联系。国民参政会成

立大会召开前夕,就有人公开指出:“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

规定,参政会的职权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咨询建议机关,其最后一

切决定权,还在最高的国防会议。这民意机关的机能,我们希望由

这点做起,慢慢能把他成为有力的真正的民意机关,以免将来政府

苦心召集的会,会弄得无政可参,那就无补于国家前途以及目前抗

战的形势了。”① 国民参政会成立不久,社会各界要求增扩其职权

的呼声便渐趋强烈,这种呼声在国民党上层也激起了某种回应。

1940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曾向蒋介石提议,授予国

民参政会对政府预算案决议权,国民政府则保留财政紧急处分权,

这一提议被蒋介石所拒绝。② 直到 1944年 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

三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内军事、政治、财政局势又趋恶化,国民

党上层一度又酝酿扩充参政会职权,王世杰、孙科、邵力子、吴铁城

曾书面促请蒋介石,将政府每年预算案的审议权授予国民参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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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世杰日记》第 2册,第 344页。
《争取三期抗战胜利与国民参政会》,见《新蜀报》1938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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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驻会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则保留最后决定权。① 但这一意

见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激烈争论,甚至于有“与其学英美,毋宁学苏

联”之言, 反对国民参政会获取更多的权力, 以形成对政府的制

约。②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首脑,对此问题也犹豫不决。起初,

他考虑到国民党党费列在预算之内而不便公开,反对授予参政会

预算决议权。最后,经反复权衡国内严峻局势下国民党可能面临的

政治得失,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扩充国民参政会职权。③ 国民党内部

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决定授予国民参政会对政府预算的初审权,并

扩充其原有的调查权,但同时又决定这两项职权须俟至第四届国

民参政会正式施行。

应当指出,国民参政会应享有对国民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权,

是其职权中亟待补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国民参政会较早地获

得了相关职权,那么,参政会对政府政务的监督可能会全面和有效

得多。但是,国民党方面在此问题上一再犹豫和拖宕,直到 1945年

7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才获得此项职权,而此时已届抗战胜利前

夕,中国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参政会对

于战时政治民主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极为有限了。

建议权是战时国民参政会始终享有的主要职权之一,国民参

政员可对国家政务提出建议案。各届参政会也把这一职权是否得

到充分行使看作国民党政权能否真正采纳民意、推动政治民主的

标志之一。据粗略统计,各届参政会历次会议通过的建议案不下

2500件,内容涉及国民政府军事、外交、内政、财政、教育等诸多方

面。但是,众多建议案实际上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当局应有的重视,

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对此,参政员们颇多非议。例如, 1941年 11月

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大会期间,参政员张一鮕便在大会上公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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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世杰日记》第 4册,第 397页。
《王世杰日记》第 4册,第 385页。
《王世杰日记》第 4册,第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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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府对于同人所贡献者大端均能切实筹画,以见于实施”,但

“间有未见采行者,有虽采行而未符原议者,有虽采行而竟无效果

者”,部分国民参政员因而也就难免有“多言不如默尔”之意。① 此

番话尽管措词委婉,但仍然十分明白地指出了国民参政员与国民

政府当局之间存在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势必严重妨碍国民参政会

在战时政治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至于那些不甘“默尔”的参政员,当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中提出

的主张超过了国民党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往往会受到来自国民党

方面的压力,甚至可能被排除在参政会之外。这种情况不乏其例。

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沈钧儒、王造时、邹韬

奋、陶行知、史良就曾因其政治主张激进,为国民党当局不容而失

去了参政员资格。著名民主人士张澜曾在国民参政会中,就扩大战

时政治民主的问题多次提出建议,因数度遭到当局冷遇,愤而拒绝

与会达两年之久。②

类似这种参政员拒绝赴会的情况在国民参政会后期日益增

多,甚至连外方也注意到了参政会中出现的这种不正常现象。美国

驻华大使高斯就曾在致国务卿赫尔 (Co rdell H u ll)的一份电报中

谈到,出席 1943年 9月召开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各党派参政

员已大为减少,“政府曾极力使更多的少数党派代表出席参政会,

但许多代表拒不出席,他们中有的声称因为害怕政府的秘密警察

而不去重庆赴会,有的则称国民参政会已被国民党完全控制。对国

民参政会的此种态度从去年集会起已大大发展”。③ 部分中间党派

参政员的拒绝赴会,无疑使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民主重要标志的

形象大大受损。

国民党当局压制持不同政见之参政员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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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致国务卿赫尔电》(1943年 9月 25日)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
件》,中国卷 1943年,美国联邦政府出版局 1957年版,第 344页。

赵锡骅:《民盟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0页。
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1941年 7—12月,台北文物供应社 1991年版,第 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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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参政员仅因在参政会上发表的言论较多触及国民党当局的利

益,就在大会上受到公开指责。1940年 3月,参政员罗隆基、左舜

生、罗文干、周炳琳等在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主张修改“五五宪

草”,提议在国民大会休会期间设置一监督政府的机构 (称“国民大

会议政会”)。这一提议显然与国民党方面关于国民大会的设想不

符,因此,不仅国民参政会中大部分参政员表示反对,连蒋介石本

人也对宪草修正案中牵制政府权力的规定表示不满,甚至在大会

上“语侵罗隆基等”。① 蒋介石当时不仅是国民参政会议长,而且是

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也是当时公认的战时中国最高

领袖,他对国民参政员理应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在参政会大会期

间更应如此。但是,他的实际行动显然违背了国民参政会所应体现

的民主性。

国民党当局对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人选的控制则更为严厉。国

民参政会由议长制改设主席团之初,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社党

参政员张君劢曾被国民党当局纳入主席团,但由于左、张一度政见

激进,使当局感到难以驾驭。在主席团换届时,国民党方面即安排

政见较为温和的青年党参政员李璜取而代之。又如,曾因政见激进

一度被免去参政员资格的周枚荪, 1945年 7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一

次大会召开前夕复被选入参政会,国民党当局为标榜政治民主,曾

打算将其安排进参政会主席团,但由于周在会议期间又发表了较

为激烈的抨击时政的言论,国民党当局旋即改变原议,改选王云五

进入参政会主席团。②

进而言之,国民党当局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又是与战时中国

的党派关系密切相关的。国民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不仅要处理与

中共的关系,还要处理与中间党派的关系。后一种关系在国民参政

会有大量体现。

·95·

①

② 《王世杰日记》第 5册,第 118页。
《王世杰日记》第 2册,第 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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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政府态度是复杂的。中间党派与

国民党本来存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对立,在战时则表现为中国第

一大党与中共以外其他小党派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战时中间党派

出于维护民族利益,必须辅助国民党,承认其领导地位; 但另一方

面,政治主张的不同又使中间党派不能无条件地听从国民党的摆

布。特别是抗战后期,中间党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示了自己的

主张,其中不乏较激进的民主要求,往往触及国民党的根本利益。

应该说,中间党派对国民参政会所抱的期望极高,他们对国民

参政会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对通过国民参政会推进战时民主的

追求也是执着的。在此追求过程中,中间党派政治上也逐渐走向成

熟。而国民党当局在国民参政会及相关问题上对中间党派的压制,

反过来又强化了中间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意识。统一建

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演变过程,就是

这种独立意识的集中体现。中间党派政治上的成熟及独立性的增

强,本可使其通过国民参政会为推动战时政治民主发挥更大作用,

但由于国民党相应加强了对中间党派的压制和分化,且民盟成立

前后,中间党派内部实际已出现了较大的政治分野,中间党派在这

方面的作用反而受到削弱。

不仅中间党派对国民参政会曾十分重视,中共在抗战初期也

将参政会视作战时民主的主要标志以及国共合作的重要组织形

式。但是,中共在参政会问题上始终坚持各党派平等相处的原则,

而坚持这一原则势必与国民党一党独尊的立场发生矛盾。这些予

盾往往又是战时国共关系几度恶化的直接反映。1939年初,针对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反共”方针,中共即

对国民参政会采取较冷淡的态度,“以促使蒋及国民党反省”。① 不

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并发展到在部分地区

向中共发动军事进攻。中共中央遂决定中共所有参政员均不出席

·06·

①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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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1940年 4月 1日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以抗议国民党

“对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员实行进攻与压迫政

策”。①此后,因情况有所缓和,才重又决定仍由董必武、秦邦宪等 4

人出席该大会。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曾认为这是“全国性

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

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因此决定改

变以往“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转而采取“单一的斗争政

策”。② 因此,中共参政员于该年 2月 25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表

示在政府对该事变未作裁夺之前,将不出席参政会二 次大会。3

月 2日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解决事变的第二个“十二条”,其中

一条是要求“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但国民党反以中

共出席参政会作为中共参政员进入主席团的条件,这在中共看来,

是国民党为了“粉饰皖南事变以来抗战营垒内存在着的重大裂痕,

和减少国内外各方对蒋的非难”。③ 因而中共最终未出席二届一次

大会,以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同年 11月召开二届二次国民

参政会,国民党曾从各方面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共无条件出席参

政会大会,但中共对此作了坚决抵制。毛泽东曾在会前致电中共参

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强调:“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

迫我们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④ 中共

认为,当皖南事变未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在事变发生 10 个月后

叶挺仍未获释的情况下,出席参政会是丧失原则立场的。最终,在

国民党作出有关的承诺后,中共才同意赴会,但只派中共参政员董

必武一人赴会,以示中共在此问题上保留继续交涉的余地。这一例

子较充分地显示了战时国共关系对国民参政会的直接影响,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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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年谱》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40页。
《中央 1941年 3月政治情报》,《中央中央文件集》第 11卷,第 625页。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集》第 11卷,第 597页。

《中央关于对国民党第五届参政会的对策问题给博古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集》
第 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28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影响在抗战后期日益明显。

抗战后期国共矛盾日趋尖锐,国民参政会一度成为国共公开

冲突的场合。1943年 9月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

央指示在重庆的董必武,“在把国民党情况弄清前先不要到国民参

政会报到”。① 稍后,中共中央又致电董必武,同意董赴会,但明确

指出:“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

席,会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② 大会期间,国民

政府军事部长何应钦在参政会所作军事报告中,对中共军队大加

指责, 并有本应“早予制裁”, 惟依中央宽大之旨, 仍盼其改悔之

语。③ 对此,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进行了严正反驳。董的发言又招致

国民党参政员王普涵、王亚明等多人的无理指责,致使董不得不退

席以示抗议。自此以后,中共认为国民参政会不复是容纳各党派平

等参予的战时民主机构,而是国民党标榜民主的工具。因此,中共

谋求通过美国调处,国共双方高层直接谈判,以冀从根本上解决国

共关系问题,即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问题。1944年 9月,第三届国

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召开前夕,已是欧战接近最后胜利,太平洋战

争进入大举反攻之时,中共认为“国民参政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集会,来受考验,其负担极其沉重”④,因而电示董必武、林伯渠等

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

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

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

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⑤

与此相应,中共参予国民参政会的方式也有了重大改变,提出:“小

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可副署,但不单独副署,表示在政治解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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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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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东年谱》中册,第 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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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目的前, 一切提案无从说起。”① 另外, 对扩大参政会人选问

题,虽考虑采取积极态度,但认为中共应将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放

在首位,而参政会组织形式的改善则是次要的。② 三届三次参政会

大会召开时,林伯渠遂代表中共方面正式提出有关召开国是会议、

组织联合政府、进而召集真正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国民大会的主

张。显然,中共认为单靠国民参政会这一形式已不可能完成从根本

上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任。三届三次参政会大会也是中

共代表最后一次赴会的参政会议。此后,由于国共会谈没有任何实

质性的进展,中共也就明确拒绝参加于 1945年 7月召开的国民参

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

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大会,是参政会在推进战时政治民

主问题上已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主要标志。抗战后期,中共已拥有

近一亿人口的根据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正如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所言:“中共威信在大后

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注

意到我们。”③ 可以想见,如果 1944年末至 1945年上半年的国共

会谈能够取得类似“双十协定”的成果,那么,中共就可能不会采取

抵制国民参政会的作法,中间党派在当时党派关系中的地位也会

有所不同。国民参政会本身不仅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会在推进

战时政治民主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

充分代表民意的权力机构。

三

对国民参政会进行全面的评价,不仅要将其置于抗战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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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毛泽东年谱》中册,第 547页。
《周恩来年谱》,第 580页。
《毛泽东年谱》中册,第 4册,第 536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殊的历史阶段,还要从整个民国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民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在政治体制上锐意学习西方,南

京临时政府于 1912年初所召集的参议院,就是比照西方议会而设

置的。此后不久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关国会一项,即以

参议院体制为基础,进行补充而拟定的。《临时约法》确立了民初代

议政体的基本构架,北洋时期的各届国会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在

各项有关规程,如国会组织形式、职权等方面,都与《临时约法》相

去不远。从形式上看,北洋国会由于拥有了立法、国家行政及财政

监督、重大人事任免等权力,形式上是一种完备的代议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制度演变的情况较为复杂。由于国民

党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

整个战前 10年,中国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代议制机构。尽管 20年

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当局曾先后召集过国民会议、国难会议,

但两会都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内政治纷争而临时召集的,并且

除了国民党之外没有其他党派参加。两会一经召开,也都无续会。

因此,它们不具一般常设政治机构的性质。至于抗战胜利后的国民

参政会,虽然持续了 3年,并且名义上拥有了对国家预算的初审权

和对政府行政的进一步监督权,但由于中共及部分中间政治力量

的抵制,战后参政会实际不复是中国政治民主的代表性机构。战

后,国民党不顾中共的反对,于 1946年单方面召开了制宪国大,通

过了《中华民国宪法》, 1948年又根据该宪法召集了行宪国大。行

宪国大在形式上拥有制宪和修宪权、对总统及副总统的罢免权,国

大代表也由全国普选产生。但国大召集时正值国民党政权行将崩

溃之时,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

如果仅从组织构架和职权方面,将战时国民参政会与北洋国

会、国民大会进行比较的话,不仅不全面,也无法对战时国民参政

会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客观的评价,从而探寻到民国政治民主演变

的深层动因。政治制度存在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只有

考察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的相适性,充分估计到民国不同时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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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治势力之分合及战争、国际环境等因素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才

能正确认识民国史上出现的各种政制。

西方的民主政体在民国成立后被引入中国时,很快遭到了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把结党视为私引朋党,

为君子所不齿。进入民国,一时又学习西方而结党成风,这种强烈

的反差造成畸形的政治现象。尽管北洋时期一度政党林立,各党派

在国会内外异常活跃,但这一时期本质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

党政治,而只有实际存在的军阀政治。由于真正操纵国会的北洋军

阀根本不信奉民主政治,对形式上保有国会的民主外壳以便带来

的政治实利却大加利用。可以说,“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没有稳定

的形态,它不重政见,不讲原则,不论方略,一切以实利为依归”。①

进一步而言,北洋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实际上仍然受制于列强,国

内主要政治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往往必须依赖某些外国势力。

而列强也只有通过扶植重兵在握的军阀势力才能影响中国政治的

更迭,从而维护及扩展其在中国的巨大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军阀

势力肆无忌惮地将北洋国会玩弄于股掌之上。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依据训政理论,确立了一党统治。

战前 10年,国民党武力镇压中共,政治上压制其他政党,国民党内

部各派系又相互激烈倾轧。因此,这一时期不仅国民党内部也无政

治民主可言,国民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就更无参予国家政事的

可能了。无疑,这是民国史上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最低潮的时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发

展的国内环境。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都从民族大义出发,表示在抗战

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也意识到必

须与各党派合作,抗战才能有出路。各种政治力量为民族利益而求

同存异,形成了战时较为融洽的政治关系,这种局面是北洋时期和

战前 10年所未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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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盟国对中国的情况更加关注。

以美、英为主的同盟国为支持中国抗战,在物质上对华援助的同

时,又都希望中国各抗日力量保持团结和统一。如 1941年初皖南

事变发生后,美、英、苏等国都从各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一定的压

力,要求国民党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矛盾,这也是皖南事变最终没

有造成国共彻底决裂的原因之一。又如, 1944年下半年,美国方面

对国民党统治危机颇为关注,尤其对国民党日益明显的独裁倾向

表示不满。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便曾当面向蒋介石指出,国民参政会

的作用实际已萎缩至一种单纯咨询机构,国民党当局应尽快在政

治改革方面采取措施。① 事实上,这一时期诸如外国记者团和美军

观察组获准进入华北中共地区,国民党当局对新闻检查有所放松,

以及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上出现久已未有的公开的热烈讨

论,都与美国等盟国的影响不无关系。美国政府当时便认为上述这

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新闻界和官方批评的结果”。②

进而言之,美、英等国所期望的中国政制模式,是以国民党为

主体,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形成战时政治民主局面的政制; 中

共等其他党派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也应享有合法地位和参予战

时政治的若干权利。与此相应,国民党也必须向西方盟国表示其坚

持政治民主的立场,以期获得西方民主国家对国民党政权的同情,

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在国内政治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更

需要向中外显示其仍在奉行政治民主的形象。这也是国民参政会

尽管受到种种局限,但仍不失为战时民主象征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应当强调指出,辛亥以来中国政治民主的实际状况,

与中央政权代表人物的态度不无联系。战时参政会中执政者与非

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已与其他时期有了明显不同。总的来看,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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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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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当局对民国以来政制已作了较为理性的改革; 在政治

较量中使用的方式,中世纪式赤裸裸的残暴性已退为其次,国民党

不仅更注重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外衣和孙中山民主主义的旗号,

还确实采行了若干积极举措;在限制政治民主的同时,也在最低限

度上保有政治民主的形式。国民党上层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国民

党若要在国内政治演变中处于主动地位,必须在开放党禁、言论自

由等方面采取若干新的步骤。王世杰是国民党上层官员中执著推

行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战时政治民主的代表。他认为,国民参政会的

出现是国民党政治上的一个进步,而这种进步要得以继续,必须要

参政会加以适当的完善。王世杰曾就扩大国民参政会权限一事数

度向蒋介石进言,指出:“此等职权之扩充,于政府可收集思广益之

效, 决无重大妨碍。目前举国 (乃至盟邦)俱热望中国早日实行民

治。所谓宪政之准备亦宜逐渐开放政权。予将继续提出此类主张,

反对所不计也。”① 王世杰曾经长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军事

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后又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他所居的重要地

位及所持的积极态度,无疑有助于国民参政会在推动战时民主上

发挥较积极的作用。

至于蒋介石本人,他对于战时国民参政会的立场和基本态度,

既不同于王世杰等人倾向扩大参政会权限的主张,也不同意孔祥

熙、陈立夫等人力图抹杀国民参政会的观点。他固然不愿看到国民

参政会的发展超越国民党许可的范围,但又试图使国民参政会这

一特殊组织服务于国民党政权。他在公开场合虽极力维护国民党

的至上地位,但在党内也曾坦言:“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

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② 这正说明蒋介

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战时政党政治存在的必要性,他对战时国

民参政会的关注,与这一认识不无关联。但应当指出,蒋介石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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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抗战时期才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必要性有所认识。至于抗战结

束后的 4年,由于国民党及蒋介石错误估计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更

低估了战后中国其他各政治力量及全国民众对实现政治民主的迫

切要求,在重大政治决策和举措上一错再错,终于使抗战时期出现

的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断。经过短暂政治协调,国共关系旋告恶

化;中间党派的主体力量最终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而曾经

在战时有利于中国战时民主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战

后对中国政治能够起到最大影响的美国,虽然一度充当国共两党

之间的调处者,但不久便公然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

与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四届国民参政会的三次大会,以及制宪、行宪国大,不可能真正对

中国政治民主问题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国民大会,在日趋腐败和

反动的国民党政权的操纵下,充斥着尔虞我诈和政治丑闻,与政治

空气较为清明的战时国民参政会相比,无论在政治威信上,还是在

政治作用上,都不能同日而语。

作为民国政治体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战时国民参政会的产

生、演变及其在战后的异化,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过程,其间

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如中国旧有政治传统、西方民主思潮、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变化,以及战时各政治力量的

分化与整合,等等。但是,战时国民参政会对如何推进中国民主政

治方面毕竟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战

时参政会的出现和发展,至少说明在社会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中国

民主政治的前进并非没有可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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